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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北朝“市”对不同背景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有各种各样人参加的“市”是个有着多种活动，呈现复

杂的面貌：他包容了日常生活，知识交换，统治实施，思考对象。它发挥了沟通的功能，供求双方的沟通，有形物品与知识的交

换，城乡生活的沟通，信息的交流。平时市吏代表官府施治，行刑时，不仅是卑微的市司还出现了皇帝的诏书，要员监刑，多种

力量交织于此。 

通过本文，作者认为我们运用现代或者西方的逻辑很难认清中国古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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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若干年，“市”成为古史，特别是社会经济史关注的热点，成果甚丰1。这种状况与时下急速发展的市

场经济有明显的关联。至于研究的深入程度具体到各个断代则不均衡。秦汉、唐、两宋及明清向受青睐，南朝

也不时有文章论及，北朝（386-618 年）则相对寥落。这种冷落亦事出有因，在一些学者看来，北朝盛行自然

经济，商品经济萧条衰退，“市”自然不被重视。而一些治社会经济史或北朝史的学者则认为北魏孝文帝改革后

北方商业日见活跃，若干都市亦颇繁荣，尽管各人对商业发展水平估价尚不一致2。出现两种不同见解应与学者

所持的立场、论题密切相关，这里不能深论。 

美国学者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曾指出中国农民的活动方式有一种周期循环的趋势，当外部形势有利

时，农民就积极参与到市场体系里。到了动乱时期，农民就逐渐回撤，最后会取消与外界的接触，以至一个村

子完全与外界隔离3。许倬云对汉代农业的分析证实了施氏的见解4。上述关于北朝“市”的两种观点看似矛盾，

也许是截取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不同阶段所致。 

许倬云的研究着力考察了汉代农民生计与市场的关系。截至目前，北朝的相关研究远未深入到百姓生活中，

揭示出其与“市”的关系。即便关注“市”也只限于列举若干都市如洛阳、长安、邺城等，泛论商业发展，未

旁及一般城镇的“市”；而且大多从经济史角度立论，极少注意“市”的非经济侧面。殊不知，古代的市，特别

是集中市制时期，在买卖物品之外尚承担其他职能。这一点倒是若干日本学者有所分析，虽然他们也很少留心

北朝的市5。此外，市制与市内的买卖活动向为学人讨论的重点，当时人们对市的思考却被划为思想史的领地，

不幸的是思想史家对此极少措意，使得我们笔下的“市”成了徒具制度、行为的躯壳，割裂了与市有关的思想

与行为、制度间的内在联系。这些不足都有待解决。 

研究“市”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本文意旨不在揭示北朝“市”较之其它朝代所显现的特点，也不在论证当

时社会经济的性质，而是侧重考察北朝朝廷及城乡居民生活与“市”的关系、“市”在朝廷及百姓生活中的意义，

因此采用“内部观察(emics)”为主的方法。 

所谓“市”指附设在都城、州、郡、县城以及军镇——以下简称“城镇”——中的“市”。边境上的互市、

交市不在讨论之列，隋代统一全国后淮河以南的“市”亦不在讨论之列。涉及的问题，大体说来，包括与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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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制度、行为与观念三方面，如朝廷对“市”的制度安排、人们日常生活与市的关系，时人对市的理解及理

解与活动的关系，市制的背景、“市”对百姓的意义，等。希望以“市”为切入点展示当时的生活，丰富今人的

认识，并基于此，反思一些研讨中国古史的方法。 

迄今研究北朝市尚不充分，似仅日本学者佐藤佑治做过专门考察，仍留下不少基本问题需澄清。本文不得

不从“市”的分布、形制等一般情况着手讨论。 

 

一、市的分布、形制与管理 

南北朝间南方出现的不受官府控制的“草市”，北方未见。北魏时仅逆旅中偶见商户，道旁也有零星商贩6；

隋初汴州居民向街开门7，或许在经营商业；亦有所谓“临道店舍”买卖兴利8，但尚不普遍，且几被列为铲除

对象。这一时期商业活动仍主要在城镇所设的“市”内进行。市的情形，仅洛阳、邺城、长安等都城常被论及，

其他城镇情况不明，这里就资料所及，做些补充。先论分布。 

《魏书·食货志》载，武定六年（548 年）朝廷规定“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

市门”，来核查规范百姓用称。东魏所辖州镇郡县不少立市，自不待言。时至北齐，情形依旧。河清中所定《齐

律》论死刑时说：“重者轘之，其次枭首，并陈尸三日；无市者，列于乡亭显处。”9高齐境内少数城镇没有设市，

但立市属常态，不然律文不会如此规定、如此表述。 

普遍设市，官制上也有所反映。北朝承汉晋旧制，设吏治市10。《魏书·李顺附李裔传》述北魏末年杜洛周

起兵定州“特无纲纪，至于市令、驿帅咸以为王”，可证北魏地方州镇郡县亦置市令。北齐与隋开皇时官制见《隋

书·百官志》，据该志，北齐的上上州、上上郡、上上县与镇的属吏有市令或市长；隋初规定上上州、郡及县置

市令、市丞。隋开皇六年（586 年）龙藏寺碑题名有“州前市令、前恒山郡录事、维那刘雅”11。西魏北周之

制，史书不载，据王仲荦先生考证，北周设司市下大夫、小司市上士12。州亦设市令，天和元年（566 年）十

一月廿日宋金保等 17 人造像记题名有“旷野将军、员外司马、斌州市令礼平国”13，县亦设市司，隋开皇元年

（581 年）四月八日豆卢通造像记题名有“前石艾县市令、平州临虑关录事韩开”14，立像时间距杨坚登基仅

三个月，韩开任市令殆值北周，宇文氏一朝县亦尝置市令，应无疑意。设市吏之城镇自然有市。 

由以上两方面情况看，北朝时境内不少城镇设置市廛是可以肯定的。 

各个城镇设市数量不一。州镇郡县一般仅立一市。都城往往置数市：北魏迁都洛阳后设三市，东魏北齐都

城邺有东、西二市，隋都长安二市，东都洛阳则有三市。 

市之形制，当一如汉唐，为集中、封闭的场所，周置市门，早开晚闭，市内有店肆，依行业列肆，市中心

亦如汉、晋之制设市楼、旗亭之类建筑，驻市司治市15。 

市在城镇布局中的位置，仅北魏洛阳、隋代长安、洛阳可考。东魏北齐都城邺与隋代两都规划均仿自北魏

洛阳16，试以北魏洛阳为例作些分析。 

据《洛阳伽蓝记》及多年的考古发掘，知北魏洛阳城为三重，核心为皇帝所居的宫城，其外为内郭城，其

中分布众多官署、朝廷的祭祠场所与朝廷兴建的佛寺（如永宁寺），最外层为外廓城，内中以居民里坊为主，市

廛亦座落其中17。洛阳城规划建设具体由李冲、董爵、穆亮负责，这种布局体现了他们的设计思想，也包含孝

文帝本人的意见。这里值得注意的不是改变了“面朝背市“的传统都城格局，而是市廛的方位与权力中心的远

近关系及其思想背景。从整个城市布局看，权力中心位于宫城及内郭城铜驼街两侧，居全城的核心，礼仪中心

（太庙、太社）在权力中心之南。明堂、辟雍亦是礼仪中心一部分，位于宣阳门外的外廓城中，迁洛后虽不断

有人呼吁修建，但工程进展缓慢，至北魏亡亦未竣工18，故可不计。整个洛阳权力、礼仪中心处于中心的内郭

城中，相对而言，位于外廓城的三市则分布于边缘，之间隔以城墙。隋都长安、洛阳情况与此相仿。 

市肆隔绝于权力、礼仪中心之外，相对居于边缘，若较之其他国家城市的布局会看得更清楚。 

公元前 4——前 1 世纪处于繁荣期的古希腊城市普南（Priene）的中心广场居显著位置，是商业、政治活

动中心，广场东、西、南三面有敞廊，廊后为店铺和庙宇。位于西面与广场隔开的是鱼肉市场19。市场在该城

居中心地位。公元 476 年以前一直为罗马帝国都城的罗马城的中心是罗马广场（Forum），它亦是集政治、宗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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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贸易中心于一身20。公元 79 年为火山喷发所掩埋的罗马城市庞培（Pompeii）中位于城西南的中心广场（the 
Forum）是全城宗教、经济与市政生活的中心。广场四周分别建有朱比特神庙、大市（the Macellum）、城市守

护神庙及市政会堂（Basilica）、市政府21。建于 9 世纪的德国城市诺林根（Noerdlingen）城平面以教堂广场为

核心，向外呈放射状发展，该广场同时也是集市贸易中心和举行集会的地方22。中美洲古代印第安文化中心之

一的特奥蒂瓦坎城（Teotihuacan）600 年达至鼎盛，8 世纪后半叶被毁，位于该城主要大道交叉口的是主要的

神祠、宫殿群（the Ciatdel）与首要的市场（the Great Compound）23。 

上述城市中市场多位于城中心，往往与政治、宗教中心毗邻或重合，与中国洛阳城布局显然有别。后者“市”

与权力、礼仪中心相距较远，且隔以城墙，居于边缘。 

北朝其他城镇“市”的位置不明，参照洛阳布局，若是新建城镇，置市处当亦远离代表权力中心的官衙，

应无疑意。 

对于“市”内活动，北朝亦禀承前代，实施管理。首先，坐市商人另立市籍。明确记载仅见《隋书·李谔

传》，知隋初有是制。附籍者应只限于市内坐贾24。开皇十六年（596 年）六月规定“工商不得进仕”25，确定

工商身份亦是依据市籍。准此，北魏神龟年间曾以“工商上僭，议不听金银锦绣，”此议最终未能施行26，却说

明工商应自立户籍，这是产生该议的前提。 

其次，各代亦立法管理市内活动。《隋书·刑法志》记北周律篇目，“十曰市廛，”隋大业律“十五曰关市”，

包含有关规定。隋开皇律无“市廛”篇，但《唐律·杂律》有若干管理市的律文，《唐律》乃损益开皇律而成27，

开皇律杂律篇当有类似规定。程树德推测北魏律有“关市”篇28，似可信从。至于市内交易用“称”、“钱”是

否符合要求，朝廷与各地官府亦尝立制约束29。 

北魏末期以降，亦曾数度征税于市人及市内店肆，不过，正如李剑农、唐长孺先生所云，市税常在存废不

定之中30。 

朝廷、官府治市，主要依靠市令、市长等市司。各代司市倾注心力不少，但这并不意谓市在朝廷地位有多

重要，前述“市”之方位是一表现，司市官吏在官员等级体系中的地位亦揭示了这一点。 

《魏书·官氏志》载前职令中“京邑市令”为从五品中，当时司州司事、从事，代郡功曹主簿仅为“第六

品上”31，此时京邑市令地位并不算低。后职令不知何故未列诸市令，而河南偃师出土的北魏正光四年（523
年）翟兴祖等人造像碑碑阴题名有“扫虏将军、京邑东市司马王安兴”32，按后职令，扫虏将军“从八品上阶”，

依常例，将军号高于执事官品级，东市司马品级更低。京邑市令品级较前应降低不少。其他城镇市司之品级当

更低，或为流外。《魏书·李裔传》讽刺杜洛周特无纲纪，称“至于市令、驿帅，咸以为王”，时人眼中，市长

之属不过是些卑官末职33。 

京邑市令在北齐为从七品，北周司市下大夫为正四命，相当于正六品，隋开皇制为正八品34。地方州郡市

令品级不载，好在北齐，隋州郡县属吏品秩高下与其在《隋书·百官志》中排列的先后顺序大体相同35，可据

市令的位序大体确定其品级。据《隋书·百官志中》，北齐上上州市令列于州吏西曹书佐与祭酒从事史之间，诸

州西曹书佐为视从八品，祭酒从事史视正九品，州市令品级当近乎二者。镇郡县市令之品级则在流外。隋代上

上州市令居部郡从事、仓督之后，部郡从事已为视从九品，市令应属流外。炀帝废州后郡市令不会高于此，县

市令品级则更卑微。时制“九流之内，人咸君子”，市令跻身君子者少，属小人官者多。 

具体到各级官府内部，除京邑市令或直属司农、太仆，在司州诸职中地位稍高外，在州镇郡县属吏排序中，

市令、市长均靠后，甚至为末席。北齐上上州中位置稍前；上上郡中仅列仓督前，为次末席，尚在太学生之下；

上上县中则殿后；镇中亦居次末位。隋开皇制中州郡县之市令均为末位36。北朝时郡守县令长期为士流所耻居37，

属吏地位更可想而知。 

官员品秩高下体现了朝廷的重视程度。《魏书·甄琛传》载，宣武帝时琛任河南尹，欲整顿洛阳治安，上表

称太武帝时平城盗窃为患，帝“广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长及五等散男有经略者乃得为之”，又多设吏士，“崇

而重之，始得禁止。”认为洛阳里正乃“流外四品，职轻任碎，多是下才，人怀苟且，不能督察”，致生奸弊，

要求或任八品以上将军领里尉，或提高里尉品级，以求救弊，正反映了这种思维逻辑。朝廷基本采纳了甄琛的

建议，说明这一逻辑亦为朝廷所接受。 



 4

据此，北朝间不少州镇郡县立市设官施治，但市司品秩大多较低，不少甚至不入九品，连比视官也未曾列

入，属于卑微末职；在同级官府僚属中也无足轻重，可以说处于官员等级体系的末端，表明当时官府对市并不

重视。 

考虑到“市”在城镇中的边缘位置，可以说北朝城内立市虽不少，但它在朝廷与官府心目中仍处于无足轻

重的边缘地位。 

上述现象体现了官方的设计与观念，这是否意味着市在时人生活中同样无足轻重，有必要进一步考察。 

二、 市：买卖所之也 

东汉人许慎的《说文解字》释“市”为“买卖所之也”，道出了“市”的重要职能。北朝时亦是如此。 

关于北朝人日常生活，文献记载迥异。《颜氏家训·治家》云： 

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

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今北土风俗，率

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颜之推描划了一幅近乎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的生活画面，认为北方近之。断定北朝自然经济发达，这是一条

重要依据。 

而同为北朝人的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则勾勒出另一番景象。他在许多作物种植法中提到选择何种时节，

出售作物，还开列了单价与收入。仅举一例。该书卷 3 讲冬种葵法，“近州郡都邑有市之处，负郭良田三十亩，”

十月末撒子下种，次年“三月初，叶大如钱，逐穊处拔大者卖之。一升葵，还得一升米。日日常拔，看稀稠得

所乃止。”“一亩得葵三载，合收米九十车。车准二十斛，为米一千八百石”，“自四月八日以后，日日剪卖”作

者估计种三十亩葵“胜作十顷谷田。”类似内容书中尚有不少38。要知道贾氏本人反对舍本逐末，书中对“商贾

之事，阙而不录”39。大量的类似记载值得玩味。 

两人笔下的生活相去悬远，哪个更贴近实际？只有深入到城乡居民生活中加以辨析，才能找到答案。 

北朝城镇居民包括官吏(都城还包括皇室)、士兵40、工匠商贾及少量农民41、术士42。首先，试析官吏家庭

生活，比较其收入与生活所需，了解他们与“市”的关系。 

据学者对北朝官俸研究，北魏太和八年（484 年）颁禄前，官员收入主要靠赏赐、掠夺民户，亦与商人勾

结，“要射时利”。颁禄后，俸禄标准是每季若干匹帛，粟米并非俸禄内容，另外，京官还有酒、肉及廪食供应，

宰民的地方长官、上佐则另有公田43。太和末年曾规定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44，看来也确实实

行过45。北齐亦是以帛计俸，按季发放，标准依品级高下、职务繁简而定。支付时一般 1/3 给帛、1/3 给粟、1/3
给钱；州郡县官还有以绢充“干物”的收入，僚佐多以帛为秩。北周则将俸禄颁发与收成好坏相联。北魏有封

土者可获封户交纳的部分租税，亦是粟、帛之属；北齐北周食租税者甚少或纯为虚封。隋代百官给禄并以石（斛）

计，似以实物为主。食封、散官、地方僚佐、胥吏不给禄。官员另有职田、公廨田、公廨钱46。均田制下官员

给田的规定只是限额，并非实有47。 

显然，官俸所得并不能满足官员日常生活全部需要，甚至可以说，多数种类物品朝廷未尝提供，除少数可

通过征发徭役等途径获取外48，余者主要应通过“市肆”交易而得。 

文献所见购于市的物品约有如下几种： 

米。官俸中往往有米，但未必敷用，不免要买于市。《颜氏家训·治家》载，北齐吏部侍郎房文烈“经霖雨

绝粮，遣婢籴米”49，吏部侍郎（应作吏部郎中）为正四品，岁禄二百四十匹，六十匹为一秩，其中 1/3 二十

匹折为粟，数目应不少，尚有断粮之时，其他官宦之家光顾市廛购买米麦可能更频繁。西魏时赵平太守孟信去

官后居贫无食，只好卖牛“拟供薪米”50。按北齐制，“官非执事、不朝拜者，皆不给禄，”隋制“食封及官不

判事者，并九品，皆不给禄”51，去职者更应无禄。除非买田置业，否则口粮都需仰仗市易。 

盐菜。官俸中基本不含52，又为生活所必需，获得途径主要是市买。《隋书》卷 74《厍狄士文传》称开皇

初士文任贝州刺史，“所买盐菜，必于外境”，有些特殊。士文性孤直，不与邻里至亲往来，僮隶亦不敢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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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购盐菜于外境，通常则买于当地。关于蔬菜，《齐民要术》中多处谈到如何为城镇供应蔬菜，《北齐书》卷 10
《彭城景思王浟传》记高浟如何明谋善断时也涉及市上售菜事。购买者主要应是城镇居民，官吏当为最大的买

主。《北史》卷 54《斛律光传》载北齐后主时，帝以“邺清风园赐（穆）提婆租赁之。于是官无菜，赊买于人，

负钱三百万”，此属特例，亦可见官员所需蔬菜量之大。 

书。官员、儒士所读的典籍多从市购得。据说常景“若遇新异之书，殷勤求访，或复质买，不问价之贵贱，

必以得为期。”53市上流通的著作罕见者不少，故崔亮显达前曾“观书于市”54，北魏延昌初在朝廷典司经籍的

秘书省担任著作佐郎的王遵业也要“买书于市”55，足见洛阳市肆售书品种之丰富。市廛所卖不尽是圣贤之书，

东魏末阳俊之“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后“俊之尝

过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误。卖书者曰：‘阳五，古之贤人，作此《伴侣》，君何所知，轻敢议论，’俊之大喜。”
56这则逸事说明市肆售书包罗甚广，良莠杂陈，轻薄浅陋之作同样颇有市场。当时出现的佣书、抄书者，部分

应与市肆售书有关。 

以上是文献足征者，若参考地下出土资料，购于市的物品清单还可列出许多。 

各地北朝墓葬中出土大量日用陶瓷器，种类繁多，多是实用器，有些尚保留着使用过的痕迹57。这些器物

由专门陶瓷窑烧制，通过“市”购买获得。1985 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北魏洛阳城大市遗址发现不少瓷器与釉陶

器，主要是生活用器58，便是明证。 

北朝大中型墓葬的墓主为贵族、官吏，这类墓中主要的随葬品是陶模型明器。考古发掘证明北朝存在生产

陶明器的作坊59。模制明器应为批量生产所得，走的是市场化的道路。《洛阳伽蓝记》卷 3《城南·菩提寺》说

大市北奉终里“里内之人多卖送死人之具及诸棺椁。”陶俑盖属送死人之具。以陶明器随葬之俗遍及北方60，各

地市肆都少不了此类物品。 

墓中随葬的铜镜、铁镜61之类亦是起居所用，非家庭所能制作。其来源也应是市肆。 

时至北齐，不但官吏平日生活离不了市易，连朝廷祭祀用牲也开始购于市。《北齐书》卷 4《文宣帝纪》载

天保八年（557 年）八月诏： 

    禘丘、郊、 、袷、时祀，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剖割，有司监视，必令丰备62。 

据《隋书·礼仪志》，北齐初每三年一祭昊天上帝于圆丘，连配祀、从祀，合用苍牲九；后改为冬至祀之。又每

岁一祀南郊，“其上帝，配帝各用  牲一”；春夏秋冬时祀一年共四次，“每祭，室一太牢”，高洋践祚置六庙，

并同庙而别室。时祀每年需牛、羊、猪各 24 头，连同丘、郊等，每年祭祀所需祭牲并不太多，即便如此，都

需仰仗市取，朝廷需要的其他大宗的、非赋税征收可得的物品更应购于“市”。朝廷活动所需开始采购于市，表

明市地位日重、影响日广。 

限于作者的立场与视角，文献对官吏日常生活只有蜻蜓点水的触及，有时不得不加以推测。仅凭文献尚不

能完全揭示其生活与市的联系。辅之以考古资料，或可获得更全面的认识。综合二方面的资料，可以断定当时

官吏日常所需物品除少数由朝廷官府供应外，更多的是采买于市。 

至于城镇驻扎的士兵的供应，目前仅知北魏中期以后军队出征，政府供应军粮，地方镇戍兵亦由政府提供

军粮，屯田亦解决部分供应63。详情不明。据居延汉简所见两汉制度，西北边塞屯戍将士虽由官府供官俸、廪

食、装备，平日赴市买卖仍很常见，购售物品种类亦涉及甚广64。北朝情形应相去不远。 

城镇的工匠在北魏前期受到朝廷、官府的严格控制，至于他们的生计，尚不清楚。孝文帝以后官方的束缚

渐松65，他们开始通过“市”与普通百姓打交道。《洛阳伽蓝记》卷 4“法云寺”述大市部分论之颇详，地方上

亦如是，据《魏书》卷 37《司马悦传》，宣武帝时豫州居民便已能买到同城刀匠制作的刀。工匠生活所需也少

不了依靠市肆。 

城镇中的农民除农产品可自产外，余下的物品也要求之市廛。术士的情况详下。 

城镇居民情况如上。农村居民不但近都邑有市处者要在市上向城镇出售多种物品，而且所有村民生产、生

活所需的不少物品不同程度地由“市”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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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农具多购于市66。班固指出铁器“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67北朝时并

无变化。《魏书·孝感传》记赵琰“遣人买耜刃，得剩六耜，即令送还刃主”。所谓“耜刃”，应是木制挖土工具

“耜” 刃端套上的凹字或一字形铁刃，这种农具通称为“  ”，各地出土甚多68。此事发生在迁都洛阳之前，

史书载此意在褒扬赵琰高义，具体背景不详，却揭示铁农具交易情况。赵琰身为官吏，所需农具尚需购买，农

民更应如此。同书卷 52《赵柔传》云曾有人给柔铧数百枚，“柔与子善明鬻之于市。”铧装在犁上用来破土，一

云为锸，即今之铁锹。赵柔一次售出铧达数百枚，可知市上铁农具销量之大及农民需求之多。其时除计口授田

者由朝廷供给农具外69，余者均需自行购买。二事涉及农具不同，一买一卖却证明农民使用的铁农具主要购自

市肆。 

当时农民使用的农具不止这两种。早在《管子·轻重乙篇》中便云“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

一耨、一椎、一銍，然后成为农”，两汉时铁农具已臻完备，至北朝种类则更丰富。见于《齐民要术》的尚有铁

齿    （牲畜拉的铁齿耙）、劳（无齿耙）、锋（有尖犁鑱而无犁壁的农具）、辗（磙压农具）等70，其中不少为

铁制，来源也应是市廛购买。当然，铁农具使用周期长，因此而赴市的机会不会太多。 

耕牛，特定情况下也需购买。北魏太和十二年（488 年）李彪上表建议取州郡民屯田，说“料顷亩之数，

以赃赎杂物余财市牛科给，”获准施行71。隋文帝时，公孙景茂任道州刺史“悉以秩俸买牛犊鸡猪，散惠孤弱不

自存者。”72这两例均是朝廷或官员出资为百姓购买，通常农民需要耕牛，恐怕也只有市买一途。北魏初屯田民

尚可由朝廷配给耕牛73，太和中已改为购买74，至北齐时朝廷祭祀用牲亦仰市取，普通百姓恐也别无他途。 

一些作物的种子也需购自市肆。《齐民要术》卷 3《种韭》“收韭子，如葱子法”下注称“若市上买韭子，

宜试之”，并讲述了具体方法。贾氏所著乃是“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75而成，此说当有

实据，非空穴来风。韭子可市买，其他作物种子也未尝不可，虽然书中不载。这种情况揭示了农民生产与市的

密切联系。 

此外，村民每日离不了的盐也要购买而得，尽管史书缺乏有关直接材料。村民起居使用的各种陶制品（少

数人或许开始使用瓷器）大部分也来自市廛。《齐民要术》卷 7《涂瓮》讲到瓮“若市买者，先宜涂治，勿便盛

水。”据此，其他日用器皿恐怕相当部分也非自行烧制，而采买于市。 

综观文献与考古资料，北朝城乡居民物质生活上与“市”联系的广泛、密切程度要超出以往的想象。视之

为自给自足，显然不准确。 

同时“市”不仅是交换物质产品的场所，也是卜师、相士活跃的舞台，他们聚集于此为各色人等有偿提供

知识，决疑解惑。这一点学者多未措意，实不可不察。 

关于隋初杨伯丑的记载稍详，可见市内术士活动之一斑。伯丑《隋书》及《北史》《艺术传》分别有传，文

字几乎一致76。现据《隋书》节录如下： 

（开皇初，伯丑入朝，后游行市里）尝有张永乐者，卖卜京师，伯乐每从之游。永乐为卦有不能决者，

伯丑辄为分析爻象，寻幽入微，永乐嗟服，……伯丑亦开肆卖卜。 

张、杨卖卜之处不出长安二市，据后文，伯丑卜肆似在东市。《隋书·百官志下》记隋都长安设京市令，下辖尚

有“肆长四十人”，卜肆应居其一。操此业者绝非仅张、杨二人。由“卖卜”一语看，他们的服务是有偿的。传

又云： 

    有人尝失子，就伯丑筮者。卦成，伯丑曰：“汝子在怀远坊南门道东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

取也。”如言果得。或者有金数两，夫妻共藏之，于后失金，其夫意妻有异志，将逐之，其妻称冤，以诣

伯丑，为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来？”其人赧然，应声而取之。 

《礼记·曲礼上》指出“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

穆亮对孝文帝说“占以决疑”77杨伯丑为人卜筮起的正是这种作用。上述事情，在今天均应由警察、法官处理，

当时往往要求助于术士。他们的服务对象并不限于普通百姓，有时甚至被召入宫廷，替皇帝解疑。史书又云： 

   崖州尝献径寸珠，其使者阴易之，上心疑焉，召伯丑令筮。……（伯丑）具言隐者姓名容状。上如言

簿责之，果得本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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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丑效力皇室并不仅此一遭，之前还曾为太子所召，但详情缺载。 

术士不仅活跃于隋代长安市廛，两汉以来各地市肆常见其身影78。《高僧传》卷 10《神异·竺法慧传》云

“时有范材者，巴西阆中人，初为沙门，卖卜于河东市，……言事亦颇时有验”。这约为十六国时的事。《北史》

卷 90《王显传》载显败死前“有妪卜相于市者，言人吉凶颇验”，显子晔得知后微服访妪，请相。魏孝明帝即

位不久王显被杀，王晔时任尚书仪曹郎中，故此老妇人当卖术于洛阳市中。北魏末年燕郡人刘灵助“好阴阳占

卜”，“常去来燕恒之界，或时负贩，或复劫盗，卖术于市。”79所谓“术”当指“阴阳占卜”之术。庾信《答移

市教》云：“欲令吹箫舞鹤，还反旧廛，卖卜屠羊，请辞新阓。”80该教写作时间，难以确考，不过，庾氏遗文

十之八九为入西魏后所撰81，此文成于北朝的可能性极大。“阓”崔豹《古今注》云指“市门”。该教多用典，

亦道实情，“卖卜”乃至与屠羊并列为市人活动的代表，足见其普遍性。 

术士虽在城镇市廛开肆卖卜，但也同样为农村居民服务。村巷里聚不能说没有卜师相士与兼擅方术的僧尼，

但有些疑难还需赴市请教高明。 

术士所决疑惑包括个人前途命运，如王晔所问；财产、家口丢失，如杨伯丑所处理的；还包括个人身体问

题，如疗疾、推测孕妇产日、胎儿性别等。这些看似琐事，但在时人生活中却经常碰到，又无法回避，且无今

日之各类专业人员来处理，只好求助于术士。怀孕生产一事便很突出。《北史》卷 89《艺术·颜恶头传》：恶头

妙于《易》筮，北魏末“游州市观卜，有妇人负囊粟来卜，历七人，皆不中而强索其粟，”最后还是恶头卜筮证

明妇人已有身孕，断定将于十月三十日产一男子。当时条件下准确预言胎儿性别与产日，实属不易，也很重要。

生男生女涉及祖先能否有“血食”，产日也有吉凶宜忌之分，不可小视，若遇上恶月讳日，婴儿或有“不举”之

虞，这些对寻常人家也很要紧。宫闱内则更受瞩目，事关妃嫔日后的地位、外戚的前途等等。一旦生活中遇到

这类麻烦，自然少不了去术士麇集的市肆求解。 

赴市求卜问相成为时人解决生活疑难的重要途径，就如同今人患病问医、有急事找警察一样。广言之，不

但个人琐事离不了术士，朝政大事亦常常求助于他们。孝文帝决计南伐迁都前便令卜筮82，朝官中亦有太卜博

士之类专职卜师83。皇室有时也会征召民间知名术士。 

总之，对北朝人而言，市肆不仅可以买卖生活生产用品，也可以购买知识、解决疑难。因后者而赴市的机

会未必少于前者。本节开头引许慎语“市：买卖所之也”，所言极准确，不可偏狭地理解为只是在市买卖物品，

知识亦是市内交易的一项。这一点与今人的理解不尽一致。具体赴市的频率次数已难以搞清，大体言之，城镇

居民赴市最频，近郊的村民要为城里人提供蔬菜、杂物，赴市次数相对多些，远郊村民较少，虽然有区别，他

们生活中都不能没有市。 

本节开头提到时人描绘的两幅反差强烈的画面，看来贾思勰所示较符合实际，颜之推所云更多地带有理想

的色彩。 

附带指出，“市”构成北朝城乡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但“市”与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仍有区别。“市”

集中于城镇的特定区域，隔绝于百姓居住的里坊，也远离村落。里坊村落作为民众起居的主要场所是“面对面”

的、熟识的世界。同一里坊与同一村落的居民因长期聚居而彼此熟悉，相对而言，“市”则是一个陌生的领域，

赴市会与不少陌生的商贩打交道，产生与平日不尽相同的感受。在市肆中出现仙人之类的奇异之事，想来也不

出人意料84。 

尽管如此，“市”已成为城乡生活的交汇点与沟通桥梁，亦是节日之外的日子里人群聚集之处。基于“市”

的这种作用及其他因素85，当时城乡生活面貌不会有很大差距。如果说“市”在朝廷眼中尚是无足轻重的话，

它在城乡居民生活中的作用显然不可如此视之。 

三、 市：交利之所，君子无故不游观 

市是城乡居民时时光顾之处，自然也成为思考的对象。生活中不可无市是否意味着在观念中市也占有相应

的位置？可惜，普通百姓的想法已不可知，仅士人、官员的看法尚有迹可寻。 

隋初卢思道著《北齐兴亡论》痛陈北齐 20 余年盛衰之理。谈到文宣帝高洋时，他指出天保头五年尚为治

世，中年以后则“诞纵昏德”，并罗列罪状数条，一条就是“出入市廛，游走衢路，”其结论是“刘曹以还，逮

于僭伪，受命称帝未有若斯之惨者也。”86卢氏生于东魏“少仕齐朝”，天保中已活跃于邺都，耳闻目睹，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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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非虚构。在他看来，游走市廛与君主身份格格不入。身居九五者，虽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市肆却不是可

以随意出入的正当场所。 

卢氏出身范阳，为北朝大族，但他所举罪名不是个别大族对皇帝的成见，而体现了士大夫的普遍观念。 

这桩罪名后屡见于唐初史家对高洋的描述中，成为高氏标准画像的一部分。《北齐书·文宣帝纪》末说到：

“六七年后，以功业自矜，遂……拔刃张弓，游于市肆”。《隋书·五行志》则进而将此与天灾联系起来，认为

“五事愆违，则天地见异”，若“齐文宣之盘游市里，……则祥眚呈形，于何不至？”并将高洋“数为胡服，微

行市里”归入服妖。《北史》本纪还附益了高洋游行市廛，枉杀无辜的事例，以为佐证。 

这一罪状的流传、演绎与附会表明了史家对于皇帝举止的固定理解，暗示出“市里”所承负的负面形象。

这绝非有唐一代史家的偏好，北朝史官亦是如此。魏收在《魏书·岛夷·萧道成传》中称萧昭业“微服而出，

游走里市”，视为恶行，即是一例。不惟史家——担负着记事监诫，彰善瘅恶之职的士大夫要求皇帝远离市廛，

一般官宦士人心目中“市肆”的形象亦不光彩。北魏宣武帝时，北海王元详被召入宫，详母高氏惶迫不安，以

为详必死。后详得免，高氏说：“自今而后，不愿富贵，但令母子相保，共汝扫市作活也。”87揣测其意，“扫市

作活”必是极低贱的工作，高氏借此表达但求荀活的心情。言谈话语中无意传达出“市”地位之低下。颜之推

批评时下嫁娶风气：“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88鄙

夷世风以“市井”为比，在颜氏头脑中“市井”自然不足以令人称道。市廛为人所轻，活跃其中的商贾地位当

然也高不了。魏收述南朝宋明帝刘彧时称他“纲纪不立，风政颓弊，”表现之一便是“四军、五校、羽林、给事

等官皆市井佣贩之人”89，依作者之见，商贾是没有资格为官的，否则就是荒政。这里暗含褒贬，亦暗含高下

判断。《北齐书·和士开传》载，河清、天统以后，士开威权转盛，“富商大贾朝夕填门，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

附会，甚至为其假子，与市道小人同在昆季行列。”90所谓“市道小人”指的正是“富商大贾”。这些人尚被目

为“市道小人”，一般商贩之地位更可想而知。 

“市道小人”一词道出了士人思考问题的立场与分类原则。他们在认定人的身份、行为时仍未跳出君子、

小人二分的老框框，强调的仍是两者的高下之别。“君子”据说经历了从身份地位的概念逐渐转化为道德品质内

涵的过程，该过程完成于孔子91。不过，北朝时“君子”仍包含身份地位上的意义。具体来说，即九品以上官

员，均为君子；以下无论官、民均为小人。北魏孝文帝曾对刘昶说：“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我今

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92其子宣武帝亦承此说，曾对明亮云：“九流之

内，人咸君子。”93核诸史实，宣武帝言此意在抹平文武之别，但亦再次肯定了孝文帝所说。九流之内属君子，

其外尽为小人，应是当时的一般标准。 

对于“君子”当然有一系列规范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无故不观市。《周礼·地官·司市》“国君过市，则刑

人赦”句郑玄注“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处，君子无故不游观焉。”这话北朝士人并不陌生。北周宣帝不修

德政，数行赦宥，乐运上疏谏言：“臣谨案《周官》曰：‘国君之过市，刑人赦’此谓市者，交利之所，君子无

故不游观焉。若游观，则施惠以悦之也。”94即是一例。《周礼》一书在北朝颇受重视，大到北魏官员班禄、三

长制、北周官制，小到孝文帝置夫嫔之列、北齐明堂制度95，均受到《周礼》的影响。当时通《周礼》的儒生

亦不少。《北史·儒林传序》称“诸生……于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北朝时为《周礼》作疏的有刘芳、

沈重、崔灵恩96、熊安生等。对于《周礼》南北同尊郑玄注97，其说必为儒者所熟悉。乐运引郑注而加删节，更

突出了市为交利之处这一点，要求君子没有原由不应游观。君子尚且如此，作为以德治天下的皇帝，自然更不

应当随意出入市廛。卢思道等抨击高洋，理由盖在此。 

质言之，视“市井”如禁囿，游走市里为罪过并非仅仅由于郑玄的一句经注，还与孔子以来儒家反复强调

的君子小人行为、追求上的不同有莫大的关系。《论语·里仁》中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范宁解

释为“弃货利而晓仁义，则为君子；晓货利而弃仁义，则为小人”98。义利上的取舍乃是区分君子小人的重要

标准。先秦时期义利问题上众说纷纭99，秦汉以后，孔子所创的贵义贱利说则一跃为主导，《新语》、《淮南子》、

《说苑》、《礼记》、《潜夫论》等都昌明孔说100。市既是小人争利、交利之处，身为君子或身份上已为君子者自

当退避三舍。北朝时圣贤古训并非陈列在儒家经典博物馆中的展品，而是活生生地根植于人心。当时情形是“《论

语》、《孝经》诸学徒莫不通讲”另有权会等人“多自出义疏”101。圣人的教诲儒生自然谙熟于心，影响其思考

与行动。 

汉代以降，不但以义利别君子小人的价值标准大行其道，随着官僚政治的定型，还形成了一套更具体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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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即“禄足代耕”说。董仲舒对策中指出“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认为“尔好谊，则民向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向邪而俗败102。王符也阐发上古班禄之制：“其班禄也，以上

农为正，始于庶人在官者，禄足以代耕，……是故官政专公，不虑私家，子弟事学，不干财利，闭门自守，不

与民交争，而无饥寒之道。”103不仅点出班禄的用意，也明确解释了食禄者的职责。北魏初，官吏无禄，此说

自然无市场，班禄后，则又成为理论武器。孝文帝时曾讨论是否断禄，高闾据此说阐发了一番，认为“下者禄

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义”，臣受禄则感恩，则贪心止，竭诚效力，不侵民等等104。北魏正光三年（522 年）

十二月关于禁止官员与民争利的诏书也提到“七品六品，禄足代耕，亦不听锢贴店肆，争利城市。”依据的还是

同一理论。 

君子小人义利之别不仅是儒生士子约束自身的要求或自相标榜的口号，它还汇合成一种舆论力量，即所谓

“时议”、“时论”，指斥现实中的与之相违的现象。 

北朝官僚兴商擅利者颇多，知名的有孝文帝之弟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详、孝明帝时权臣刘腾、北齐行青

州刺史卢文伟、隋文帝时重臣杨素等105。 

这类官僚贵族各代屡见不鲜，不过他们擅利并非全无阻力，至少为时论所不容。史书中记述他们兴商之事

后常常提到“时议以此鄙之”、“为时论所鄙”106，元禧所为，史称“世宗颇恶之”。高允劝谏拓跋晃更是明显

一例。史载晃末年“营立田园，以取其利”，高允指出晃为国之储贰，言行举动，万方所则，而“营立私田，畜

养鸡犬，乃至贩酤市廛，与民争利，议声流布，不可追掩”，希望晃能分田园给贫下，畜产贩卖，以时收散。认

为如此“休声日至，谤议可除”107。谏言先后提及“议声”与“谤议”，并非虚张声势，恐晃所为朝野已生怨

议，高允不过是位代言人，将议论转达给拓跋晃。晃虽未从谏，但也不会感觉不到时论的压力。 

对某些人来说，上述观念的确会左右其行为。《北史》卷 49《斛斯椿传》称西魏孝武帝尝给椿店数区，耕

牛三十头，“椿以国难未平，不可与百姓争利，辞店受牛”；颜之推曾说“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108，均与此有

关。 

时议并不总是朝外的清谈，某些情况下这股舆论也会成为诏令、法规，而具备某种实质的约束力量。 

北魏正光三年（522 年）十二月，针对牧守第宅丰侈、店肆商贩等的蔓延，朝廷诏令规定“七品六品，禄

足代耕，亦不听锢贴店肆，争利城市。”109颁诏时恰值元叉擅权，史称“初，叉之专政，矫情自饰，劳谦待士，

时事得失，颇以关怀”110，当时尚书令为李崇，不过崇本人“性好财货，贩肆聚敛，家资巨万，营求不息，”

其子亦是“邺洛市廛，收擅其利”111，他断然不会草拟这种奏章作茧自缚。诏令为元叉所下似属当然。其背景

大言之有矫正时弊之意，小言之不无挟制打压李崇之企图。诏令执行情况不可知，无论如何，朝廷对官员争利

城市不能不闻不问，多少要有所表示。 

隋开皇十四年（594 年）六月，据苏孝慈的建议，文帝下诏“省府州县，皆给公廨田，不得治生，与人争

利”112，此前因百官供费不足置公廨钱“收息取给”，孝慈认为官民争利，败损风俗，上表请罢之，并建议给

职田113。官府设公廨钱生息取用，隋唐长期实行。此次废罢只维持了三年多，开皇十七年（597 年）十一月，

又允许公廨钱“在市回易，及诸处兴生”，仅禁止出举收利114。废罢之举尽管为时短暂，官不与民争利的观念

对治国的影响却不容否认。 

至唐代，这种观念则付诸法令。据仁井田升考订，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所订的《杂令》中规定“诸王

公主及官人，不得遣亲事帐内邑司，奴客部曲等在市兴贩及邸店沽卖者（？）出举。”115较之前代，唐令规定

得更具体、详细。法令所及不仅包括官员本人，其下属、奴客部曲亦受约制。立法的初衷与前代相同。无论实

效如何，这一呼声最终能形诸律令，足见其影响与力量。 

君子小人之别、义利之辨以及由此产生的官员禄足代耕，不与民争利，君子不游市的观念还影响到朝廷对

“市”的制度安排。前面提到北魏都城洛阳规划中“市”居于边缘，而“市长”、“市令”等司市官吏亦地位微

贱，近乎小人，制度上的这些安排与上述观念正相一致。虽然无论百姓还是官员，日常生活离不开市肆，但它

毕竟是交利之处，出入者亦多是小人，君子无故不游观，规划城镇布局时自然不会置之于君子频繁出没的宫城

或官衙周围；管理小人者自然不会是长于坐而论道的要员，只能委派些“斗食小吏”来担任这种“职轻任碎”

的工作。洛阳规划与北魏官品的最终确定（后职令）均完成于孝文帝朝，正值传统儒家思想备受重视，这种吻

合并不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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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另一角度看，他们的观念与自身的生活实际也不是那么和谐统一。尽管不少儒生士子抱着“市交利之处，

君子无故不游观”一类的观念，他们并非在脱俗超凡的象牙塔中谈经论道，日常起居不得不依靠市肆，好在按

时制，官员们有多少不等的“力恤”116，不少人家更是奴婢成群，无须亲自赴市采买，与小人们斤斤计较，房

文烈籴米便是遣“婢”为之。如此，既可维持“不游观”的理想不坠，也无碍于生计，两全其美。士人头脑中

鄙视市井、商贩的观念得以在这种状况下代代延续，他们也可以依旧在著述中对市井商贩嗤之以鼻。生活正是

在观念与行为的矛盾背离中日积月累地行进。也许只有洞悉君子们生活中的这种不和谐，才能更真切地理解他

们，认清他们著书为文的立场。 

四、刑人于市，与众弃之 

春秋至唐中叶的千余年间“市”不只是买卖物品、求卜问相之地，同时也是官方选定的处决囚犯的刑场117。

北朝亦是这漫长传统中的一环。刑人于市的施行影响着时人生活，不过，该制详情不明118，在考察具体影响之

前需要先做些探讨。 

北魏正光二年（521 年）三月甲午（25 日），身居禁卫要职——右卫将军119——的奚康生在禁中宴会酒酣

耳热之际试图斩杀擅权的元叉，未果，反为叉所擒，被拘禁于门下省。当晚120，元叉令门下省、尚书省官员聚

门下省讯问奚康生、奏请处康生斩刑，参与其事的康生之子奚难121绞刑。元叉等矫诏决之，康生如奏处斩，难

恕死从流。与康生同时执刀入内的尝食典御奚混亦处绞刑。 

这是元叉专权时擅杀无辜的一幕，结果当晚二人被刑于市：诏旨已下“有司驱逼，奔走赴市，时已昏暗，

行刑人注刀数下不死，于地刻截。咸言禀叉意旨。”奚混也就市绞刑122。 

当晚行刑一事只是将北魏洛阳“市”内重复过无数次的行刑场面又上演了一遍，因为奚康生官居显要，又

是冤屈被杀，记载稍详，为后人了解当时“刑人于市”提供了若干线索与细节。 

追根溯源，刑人于市非北魏迁洛后始创，拓跋氏定都平城随即就采用了这种制度。道武帝拓跋珪平定中山

不久，赵准等反叛，长孙肥率兵讨伐，生擒赵准，史称“准传送京师，轘之于市，夷其族”123，据《魏书·太

祖纪》，此事发生在天兴二年（399 年）三月，上距迁都平城不足 1 年。《太祖纪》又称天赐三年（406 年）六

月“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这次工程侧重在“分”置，即将市与里相互隔离，而非初立

市里，“市”甫一迁都就已出现。此后及迁都洛阳后刑于市的事例很多，不赘举。 

拓跋珪定都平城立即采用刑人于市的办法，其来有自。两汉魏晋均以市为刑场，该制为十六国时期不少国

家所承袭，见于史乘的有前赵、后赵、前秦等124。而拓跋珪复国称王前曾在前秦都城长安逗留过不短的时间，

深受汉文化之薰陶125。刑人于市盖效仿前秦，亦是受汉人传统影响之一端。 

洛阳刑场可能设在“东市”，即今偃师县宋湾、鱼骨一带。《魏书·尔朱天光传》称“（天光被）斩于都市，”

而《洛阳伽蓝记·城西·宝光寺》则作“斩于东市也”。东市刑人，来源有自，《史记》、《汉书》《晁错传》均称

错被斩于东市。 

当时并非仅都城以市为刑场，北魏州、镇、郡、县有市者均兼作刑场。孝文帝太和中李安世出任相州刺史，

境内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残掠百姓，安世施计诱捕波及子侄 30 余人，斩于邺市126。乃州市刑人之例。 

《魏书·刑罚志》记孝文帝慎刑，云“京师决死狱，岁竟不过五、六，州镇亦简。”知北魏军镇可行大辟，

有市处刑场亦应设于市。 

据《魏书·辛纂传》，北魏末年，纂转任荥阳太守，郡民姜洛生、康乞得为境内大患，纂伺机擒获二人，“枭

于郡市”。郡同样刑人于市。 

北魏时县亦可定人死罪。《魏书·长孙虑传》127载，虑父真误杀其母，“真为县囚执，处以重坐”，虑列辞

尚书云“父命旦夕，……父若就刑，交坠沟壑，”乞求以身代父命。孝文帝特恕死从流。所谓“重坐”，据辞称

与孝文帝诏令实指死刑，可证县有权定囚犯死罪。死罪一经皇帝勾决，便在原审处行刑，县若有市，刑场自然

设于市。《魏书》卷 77《高谦之传》载孝昌初年，谦之行河阴县令，有人以瓦砾假作钱诈买马后潜逃，诏令追

捕，谦之乃“伪枷一囚，立于马市，宣言是前诈市马贼，今欲刑之”借以搜捕藏匿于围观者中的真正罪犯。此

次虽为诈刑，仅囚犯为假冒，其他均应循常制，刑之县市亦是通行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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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北周亦设刑场于市。河清年间制订的《齐律》、北周保定三年（563 年）的《大律》均有明文规定128。

齐天保中上承北魏以邺都东市为刑人处，崔  妻冯氏及元氏老幼千余口均死于此129。隋制不详，不过若干事例

说明杨隋亦循旧制：仁寿中蕃客馆的庶仆、主客令等均被棒杀于长安西市；大业九年（613 年）八月，杨玄感

兵败被杀，磔其尸于东都市130。 

刑人于市在北朝虽很普遍，有时亦在市外某处杀人，如都街。《魏书·阉官·宗爱传》载太武帝曾“诏斩（仇

尼）道盛等于都街”，即是一例131。不过，这些非定制。另针对贵族、官员，尚有隐刑，即秘密处决，兹不详

论。 

行刑日期也有讲究，一般要等到立秋后、冬至前执行。北魏前期并未依此行事，太和十二年（488 年）李

彪上表建议率由旧章，“天下断狱，起自初秋，尽于孟冬，不于三统之春，行斩绞之刑”，孝文帝从之132。此后

一直遵行。《魏书·薛辨传附薛庆之传》记载，庆之任廷尉丞，夏日曾于廷尉寺傍捕到一狐，如何处理，一说速

杀，一说“以长育之月，宜待秋分。”此事发生在熙平初年。杀狐尚留心时节，断狱更应如是。北周施政依月令
133，亦冬季行刑。《隋书》卷 66《裴政传》载，北周时政为少司宪，“囚徒犯极刑者，乃许其妻子入狱就之，至

冬，将行决”，可证。 

招致极刑的罪名甚多。奚康生被处斩，据他说“我不反死，汝何为哭也？”当以谋反定罪。这在当时属重

罪之首，一旦出现，立斩不稽，亦不拘时日。奚氏被斩，时值春三月，依常例不当行刑，因被判谋反，从速处

决。史载刑于市者不少是因类似重罪：北魏末年被斩于洛阳市的葛荣、刑杲、万俟丑奴、元顼及北齐河清元年

被斩于邺市的高归彦均是因为“叛”，萧凯遣奴害母，被轘于邺城东市，则是因犯恶逆134。 

刑人不仅事关有司，同时也牵动着至尊。北朝各代刑杀之权均一柄于帝。《魏书·刑罚志》载太武帝时规定

“（刑）当死者，部案奏闻。……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绝之。”地方上的大辟亦“皆先谳报乃施

行”。孝文帝亦如此。北齐“决狱犹依魏旧”135，隋制前后有变化，但裁决权归皇帝未曾改变136。各地行决囚

犯均经由皇帝最终决定。奚康生被处斩出于矫诏，乃是当时元叉擅权所致，非常态。 

与中华帝国其他时期一样，北朝时审理囚犯在官府内部进行，并不公开，相形之下，行刑过程则是公开喧

闹的仪式。一旦奏准，刑期至，行决则是当众进行：北周规定“狱成将杀者，书其姓名及其罪于  ，而杀之市”
137 。   ，据考为木制刑具，二手共一木138。 书于此意将囚犯罪行昭彰于世。不仅如此，囚犯自狱解至“市”

一路还要擂鼓造势。《北史》卷 51《高归彦传》：归彦赴市“乃载以露车，衔枚面缚，刘桃枝临之以刃，击鼓随

之，”广造声势。押解囚犯赴市途中伴以鼓声，在平日寂静的城镇中自然惊心动魄，引人注意，吸引百姓围观。

魏孝文帝曾说：“我国家常声鼓以集众”139行刑时击鼓盖亦为招集百姓。至市后则纵人围观，并当众宣布囚犯

罪名。前引高谦之于马市诈刑囚犯，“宣言是前诈市马贼，今欲刑之”。每次行决均当如此。这次为诈刑，若不

循定制，不会引得观众中真正罪犯暴露。此举意在“与众弃之”。处决要犯往往还有要官监斩，《北齐书》卷 21
《高乾传》记魏末赐死高乾时由武卫将军元整监刑。隐刑尚要大臣监视，明刑更不会大意。隋侯白的《旌异记》

述东魏孙敬德事提到行刑时有“监当官人”140，当是此类。平日君子不游市，市内只有地位卑微的市长、市令

与百姓打交道，唯行刑之时高官驾临，非同寻常141。 

北朝多数死囚就是在诸如此类制度的运作中在各地市内被送到阴间的。这些不断上演的行刑场面对于往来

市廛的城乡百姓究竟有什么意义？行刑过程中“市”的意义有何变化？史无明文，辅以推测可知一二。 

刑人于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反映统治善恶的晴雨表，百姓借此可以窥知朝廷、官府的治乱。关于统治运作、

宫闱内权力角逐，一般百姓所知有限，甚至可以说未必如千余年后的史家了解得那么详尽，因为我们能读到根

据实录、起居注等等记录朝政的材料编纂的史书。尽管如此，民众却可以通过行刑来感知时政。在时人看来“刑

罚得失，乃兴废之所由也”142当时政治理想是“刑措不用”，刑罚酷滥，往往意味着暴政，预示着人怨神弃，

国运危殆。有心人不难从弃市者的背景、数量、行刑日期、罪名中意识到这一点。被刑于市者通常是平民百姓，

官员犯死罪多隐刑，像奚康生这样的高官因谋反赴市行决，且非行刑之季，不免会唤起观者对朝政的猜测；葛

荣、刑杲、万俟丑奴等相继斩于都市，自然会使人联想到境内兵乱相寻；天保十年（559 年）七月元氏子孙千

余人被斩于邺都东市，“悉投尸漳水，剖鱼多得爪甲，都下为之久不食鱼”143。透过非时的屠戮与血腥，百姓

不难体会到朝廷内部斗争的残酷，自然会对当权者的暴政有所感悟。相反，弃市者少则折射出朝政清明。《魏书·刑

罚志》指出“（孝文）帝哀矜庶狱，至于奏谳，率从降恕，全命徙边，岁以千计。京师决死狱，岁竟不过五六，

州镇亦简。”这种“矜民简刑”的仁政自然会引起百姓的良好反响。河南汲县周湾村发现的正始元年（5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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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七日杨氏家族造像便盛赞孝文帝的功德，记文称孝文“旷代之睿主，比德则羲、农齐轨，远（？）始则伊、

妫同范”，造像上还明确注明“为孝文帝造九级一躯”144。立像时距孝文帝死已近五年，足见百姓怀念之深。“简

刑”是促成这种缅怀的重要原因。另据《魏书》卷 19 上《元修义传》，修义迁齐州刺史，“宽和爱人，在州四

岁，不杀一人，百姓以是追思之”，亦是一例。 

高欢早年经历，可为旁证。北魏末欢曾任函使六年，经常往还于怀朔镇与洛阳，神龟中至洛阳，目睹宿卫

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朝廷惧乱而不问。欢由此知魏运将尽，开始散财结客，并有澄清天下之志145。此事未

必尽属实，特别是“散财结客”与“澄清天下”或是溢美146，但历经此事知魏氏将亡，恐非杜撰。朝廷内幕，

非经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民庶难知，羽林之乱可以起到这种作用，行刑亦如是。 

行刑是统治力量的展示。对多数围观者来说，未必能从这种热闹的场面中看出什么内幕，但自皇帝的诏令、

驾临的高官、押解犯人的槛车、威风凛凛的军人，不难体会到朝廷与官府的威严和力量，直观感受到统治的存

在。 

自另一角度观察，行刑之际，“市“一改往日的边际地位，成为朝野上下各种力量参与、关注的焦点，在刹

那间“市”凝聚为城镇生活的中心。平日，市只是城乡居民购物、解惑之地，人流不断，却平淡无奇，不为朝

廷、官府所注目。行刑前后，则一反常态：上至皇帝、官府，下及百姓均参与其中。决狱要由皇帝钦断，行刑

亦须动用官府、官员，击鼓游街会使更多的百姓聚集市肆。介入其中的还不只是形形色色的人。罪名的宣示、

行刑时间、场面、囚犯的背景等还会带来各种消息、猜测、想象。奚康生被斩时“行刑人注刀数下不死，于地

刻截。”史称“咸言禀叉意旨”言者当是围观的百姓，所言多半为他们的揣测。行刑完毕，这类市巷讽议也难以

立即烟消云散，还会四下传播，乃至不断演绎。有些案件、场面印象深刻数年后还为人提起。奚康生屈死，四

年后仍是议论的话题，孝昌元年（525 年）四月诏书中说：“右卫将军奚康生，仍见诛剪”147，稍后韩子熙等理

元怿冤情的上书中提到奚康生，“国之猛将，尽忠弃市”148。围绕着刑人，市不仅成为社会上诸种力量汇集的

场所，也成为人们关注议论、揣摩的热点。做为一种社会空间，此刻“市”在行动与思考两层面上成为中心。 

缘于此，通常处于边缘的市攀升为中心，并在行刑的瞬间形成一种高潮。北朝的市也就是在边缘与中心的

不断摇摆与变换中一天天地存在下去。这种反复亦内在地融入百姓生活，成为他们感受统治、观察时政的一扇

窗户。 

五、明刑立威 

北魏立国不久便“刑人于市”，主要出于模仿，并没有多少理据。随着汉族儒生加入政权，儒家思想开始武

装朝臣，《礼记·王制》中“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一句开始反复出现在朝臣言谈话语、奏章表疏中，成为是制

的理论根据。 

魏孝明帝时元澄针对司州牧元雍因公事栲杀官员上奏，认为若罪状昭彰，死罪以定“应刑于都市，与众弃

之”，若罪状不明，不宜杖死149。北齐孝昭帝斩人于殿堂，并问王晞此人是否当死，晞答曰：“罪实合死，但恨

其不得死地。臣闻‘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殿廷非杀戮之所”150。隋初何妥上书谏文帝论及刑、爵也引此语151。

史书保存的有关记载时间偏后，但不能说此前无人引此为据。毕竟北朝时“诸生尽通《小戴礼》”152，《王制》

与治术关系尤密，谙熟者必不在少数。而北朝负责律令修订的又均为儒生士族153，上述观念融注其中亦属自然。

这种观念背景、人员安排及特定场合频频引用成为延续这一传统的有力保证。 

质言之，刑人于市与时人对刑罚社会作用及对市的理解分不开。 

先秦时期儒法各执一端，或重德治轻刑罚，或反其道而行之，汉代以后两者融合，相互援用，形成“德主

刑辅”的基本格局154。北朝人同样继承了这种思想。北齐乐逊便云“刑以助礼”，详言之则是“王者之治，务

先礼乐，如有未从，刑书乃用，宽猛兼设，水火俱陈。”155德刑之先后、主次关系说明得十分清楚。 

具体到统治实践中便是以礼乐教化为最高理想，追求止讼、息讼，强调“慎刑”、“慎罚”。北朝各史的《良

吏传》、《循吏传》中事例甚多，不须赘引。 

刑罚居辅助地位是儒法斗争融合折衷的产物，“慎刑”则另有一套超验的根据。 

古人看来世间的刑罚与天道相联，所谓“象天道而作刑”、“德刑之设，著自神道”156，若处置得当，天会



 13

示以祥瑞，曰“天赏”。如若冤杀则会降示天谴。两晋之际建康的淳于伯斩首案引发的讨论充分体现了这种观念
157。淳于伯屈死如何影响了天象，时人众说不一，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妄加刑罚会招致天灾。正是基于此，

统治者一般不敢滥施刑措，若天象有变，往往下诏赦免囚犯，所谓“眚灾肆赦”，北朝时事例甚多158。 

上述观念自不同角度设定了刑罚的疆界。一方面是德之辅，不能喧宾夺主；一方面象天道，受制于天。尽

管如此，刑罚仍具有自身的价值，简言之，即明刑立威。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对赵简子语“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班固则云“作

刑以明威”159，《白虎通·五刑》亦认为“设刑罚者，明有所惧也。”这些多是泛论，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企图

利用刑罚来威吓百姓，威吓对象并不是囚犯，而是“民”，是被统治者。《司马法》中则有更进一步的解释，它

说：“殷戮于市，威不善也。周赏于朝，戮于市，劝君子惧小人也”160，戮于市是否见于殷、西周、尚乏确证，

此处最大的不同在于将刑罚与君子、小人的分类联系起来，相信戮于市可以使小人畏惧。这对后人启发不小，

东魏初年孙腾指出“礼训君子，律禁小人”161正是继承了其衣钵。太和元年（477 年）孝文帝诏令曰：“刑法所

以禁暴息奸”162，此语出自诏旨，表达了北魏朝廷对刑法作用的一般理解。统治者希望通过刑罚使兆庶“徙恶

以从善”163而起到辅教的作用。 

在这些观念熏陶下，统治者自然不会放弃明刑的作法，且要挖空心思扩大刑罚的影响；加上在他们看来“市”

乃小人群集之处，小人正是法律惩戒的对象，且这里人来人往，能声播四远，震慑面广164，选择“市”为刑场

最好不过。元人徐元瑞说：“将犯法之人肆于市令众，使人不复犯法，则刑具措置而不用，是用刑以期无刑也”
165。此话虽晚出，精神却与古一致，颇能反映统治者“刑人于市”的意图。 

仔细推敲，为政者的这种期待与其说有什么事实根据，不如说主要是儒家君民关系说的演绎。这种君民关

系的经典表达乃孔子所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66在儒家看来，民纯受君主、君子

左右摆布，毫无自我意识，所谓“上之化下，犹风靡草，东风则草靡向西，西风则草靡向东”167谈不上任何自

主性。治人者的刑罚观念则是这种上对下单向影响的逻辑的简单延伸，仅用以影响的手段略有变化：刑罚取代

了德治。在操作中，统治者的意图部分可以实现，可使观众感知统治的力量，也会起相反的作用（详上）。统治

者长期迷信圣贤说教，相信“刑人于市”能震慑小人，却找不到什么事实依据168。 

隋初李士谦就对此表示过异议。他针对当时规定“赃重者死”建议恢复肉刑。作为引证，他化用老子之言

说“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169。隋仍然“刑人于市”，李氏所云乃是对此而发。主张恢复肉刑者并不罕见，

能明确意识到以死刑威吓旁人的局限，却不多见。这可能与士谦身处丘陇，终生未仕，深谙民情分不开。可惜

他所论虽“有识者颇以为得治体”，初唐便已湮没不传，更谈不上对时政有何影响了。 

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学家对公开行刑做了多方研究，证明这种作法实际达不到制度创设者的初衷，有时甚至

适得其反170，中国历史上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171。 

尽管刑人于市效果如何长期是未知数，这种制度安排凭借古训、对刑罚效果的一厢情愿的想象与幻觉得以

持续千余年，实在令人深思。 

选择市作为刑场同时显示了朝廷对“市”的认识上充满矛盾的一面：一方面皇帝、君子应退避三舍；另一

方面又将治理天下的重要手段刑罚最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这里。相对于理想中的礼乐教化而言，威刑更为常见，

使用的机会也更多，而它们却在一个君子不愿游观的地点展示。支撑这种奇妙的安排除了明刑立威的思想，仍

少不了君子、小人分立的逻辑与观念。 

六、 结论 

对不同背景的人来说，“市”具有不同的意义。 

市是普通城乡居民平素购物、释疑解惑之地，赴市是日常生活不可少的一项内容。在这里他们可以满足生

计、精神上的多种需要，行刑场面的不时出现也使他们感知统治、了解朝政国运。 

士人官宦除部分人遣手下在市肆经营牟利，一些士人亲自在此购书之外，他们平日生活断不了从市廛购买

物品，但这些大多可由奴婢、仆役完成，自己则为贵义贱利观念所束缚，不赴市游观，似乎是超脱尘世俗利之

外。他们的生活实际与思想相互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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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廷看来，“市”是施治对象，需设官、立法予以管理，但并未受到重视，司市者多为卑官末职，“市”

的方位亦处于城镇边缘。同时朝廷又将刑场置于此，期待通过公开行刑来震慑百姓，实施统治。行刑不仅要动

用不少官员，亦牵动着皇帝，还广揽百姓围观。行刑前后“市”成为朝野瞩目之处，显现出某种中心地位。朝

廷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德主刑辅”、“明刑立威”之类治国方略以及君子、小人分立与分布的观念密不可分，

这些观念通过参与政权的士人为媒介转化为少数族政权的统治思想。对朝廷而言，作为统御对象的“市”既是

边缘又是中心，地位摇摆不定，充满矛盾。 

从制度、行为与观念的角度看，朝廷围绕“市”的制度安排，如“市”的方位、市司的品级、刑人于市的

种种设计，大体是基于传统儒家的思想。这些思想通过北魏汉化的深入、士人日益加入政权而影响朝廷的制度

建设，至孝文帝迁都洛阳而达到高潮，此前的类似制度多是对前代的模仿。围绕着“市”人们的行为（日常活

动）与观念并不一致，士人尤其如此。时人生活与“市”的关系的密切程度要超出今人的想象。通常朝廷在制

度上不重视“市”，但在生活中“市”并非不重要，两者之间存在距离。基于“明刑立威”的思想而采用的“刑

人于市”的制度，体现了朝廷对于“市”在思想与制度设计上的矛盾性，实践中也难以完全实现其初衷。 

在不同群体的参与下，“市”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它包融了日常生活、知识交换、统治实施、思考对象；在

世间发挥了多种沟通作用：供求双方的沟通，不仅是有形物品的交换，还包括财物与知识的交换；城乡生活的

沟通与了解，因为“市”不仅服务于城镇，同样辐射周围农村；亦是信息的交流聚散地；同时也是朝廷与百姓

沟通之处，平时市吏代表官府施治，与市人打交道，行刑之时，不仅是卑微的市司，还出现了皇帝的诏旨、要

员监刑，多种力量交织于此。 

一些日本学者强调北朝时期城乡对立严重，并视贵族士大夫为沟通城乡的媒介172。此说似嫌绝对。城乡差

异显然存在，“对立”则言过其实；对贵族士大夫作用的估价亦偏高。乡居贵族的确不少，他们确实也发挥了媒

介作用，但城乡沟通途径并非一条，“市”亦是其中之一，它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小视。 

探讨北朝的“市”，不仅是要揭示一段逝去的生活，亦促使我们对治古史的方法做进一步的思考。 

首先，长期以来“市”的研究被禁锢在经济史的狭小领域中，往往是服务于今人的某种目的：或用以论证

某种经济发展序列（如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合理性，或揭橥中国存在自我发展变化的能力，无须通过西

方资本主义入侵也可步入近代化，或求证相反的命题。凡此种种，“市”的历史成为我们理论分析论证的对象，

按照我们的理论予以切割，建立联系。这时“市”不再是时人生活中的内在组成部分，它已游离于当时的生活

脉络之外，成为今人经济理论的附属品。这些经济理论从根源上讲均是亚当·斯密的后嗣，均立基于“理性人”

的假设，在它们指导下的经济史研究只会关注“市”中出现的“理性经济”活动，卖卜、行刑之类自然会弃置

不顾，有关“市”的观念史更不会进入视野。舍弃前者，则割裂了“市”在时人生活中的完整画面与复杂意义；

不分析有关“市”的观念，特别是掌握思想生产的儒生士子与朝廷对“市”的理解，便无法解释许多市制存在

的背景与“市”呈现出的矛盾性。致使古代的“市”往往被描绘成历史上的“超级市场”，沦为当代经济理论的

投影。 

质言之，这一问题的产生是用今人逻辑、理论取代古人逻辑的结果，是现代逻辑泛滥、误用的结果。这与

19 世纪以来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研究领域的分割有着不解之缘。随着 19 世纪现代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

的学科的出现，研究对象亦开始被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大部分，并成为各学科的领地173。后由三个学

科、三块领地又衍生出三种不同的视角。史学受其影响亦渐形成相互区别的若干领域。这些全是现代社会的产

物，与古人的生活世界、思维逻辑并不相干，但由于历史资料不会站出来说话，不会证伪，史学成为现代逻辑

任意践踏之地。将“市”的研究局限于经济史之内就是一例。我们需要深刻反省自己所使用的理论框架、思路

的适用性，充分注意研究者知识结构与研究对象间的区别。张光直先生说过的一番话值得再三回味，他说： 

学问研究的对象与研究它的学问，在道理上应当是水乳交融合作无间的，在实际上却常常处扞格相对

的地位。所以如此者，是由于二者之主从地位，在学术界中常与现实相颠倒的缘故。学问研究的对象应当

是主，而研究它的学问应当是从；研究的范围、方法、轻重，都应随所研究的对象需要而定。但作者们作

学问作久了，常误以为自己的传习为中心，不知不觉的要求客观的世界跟着自己这行学问的传统与习惯走
174。 

他所揭示的现象普遍存在，对中国学者来说，问题更严重的地方在于这套现代逻辑与理论均是舶来品，虽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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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现在已通过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牢牢地支配了我们的头脑，但是这套理论与逻辑原本来自西方，产生的背景

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与文化实践，与中国古代的历史、实践、观念、逻辑判然有别。对此若无自觉危害更大。尽

管我们已为其支配，但若能清醒地意识到两者的差异，意识到我们与古人间的隔膜与距离，采取“同情之了解”

与“体贴入微”的观照或许可以接近古人的世界，展示其生活面貌与生活逻辑，进而认清我们是如何由悠远的

时代一天天地走过来的。 

具体到要走出“市”之类问题上的研究困境，经济人类学“实质论派（Substantialism）的一些思路及见解

能带来些启示。 

这批人类学家从认识论的角度反思西方的“经济”观念，力图揭示西方经济模式的文化局限性。他们基于

文化相对论，参与到被研究者的社会与文化世界中，从文化的内在逻辑看待文化与制度，在西方之外的社会建

立了一种文化内部的逻辑，强调非西方社会、经济，社会与本土文化的多重组合。他们的研究提醒我们，在全

球化渗透之前，非西方社会中的经济（生产、交换与消费）不是独立的现象，而是社会制度、文化观念形态、

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宗教信仰的综合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对非西方社会市场的研究证明“社会关系在

市场中与经济的其他方面同等重要”175。 

尽管这些人类学家没有研究过中国，更没有研究过中国历史，上述北朝的事例表明其思路具有诱人的潜力。 

其次，研究者不仅要注意古今之别，还应看到古人的世界也不是一致的，存在不同的立场。我们必须仔细

辨别研究所凭依的史料所隐含的立场，不能为史料作者的好恶、选择所迷惑。为此，需搜集多种资料，包括不

同立场的作者的作品、属于“无意史料”的考古资料等，这样才能唤起历史上被压抑的声音、纠正被扭曲的画

面，展现当时社会的复杂面貌。 

 

 

“Market” in the Northern Dynasty: System,Behavior and Notion 

--- Method of Studying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Discussion Aditionally 

 

Hou Xudong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100836,China ) 

 

Abstract:  We find from the observations of the “market” in the Northern Dynasty the meaning of the “market” was different to 

people with different social background,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various group of people the “market” was a vast scebe of 

various acticities:affording of livelihood,exchange of knoweledge,enforcement of rulership and an object of thinking ,It put into 

play its channelling functions:communicating of supply and demang,swapping visible goods,belongings ang 

knowledges,undderstanding of urban and rural life and a collecting and distribuing centre of information exchange.In ordinary 

time the market official came into contracts with the marketeers playing rule and management for the authorities.In time of 

carrying our a death sentence,the market served as mulit—efficiency show:the humble offcial of the market manager, the death 

sentence exceuter of the high rank official,the imperial edict,etc. 

In writing this paper the writer deems that we are hardly to approach the ancient by using the modern logical method 

introduced from the West probe into the problems into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Key words: market;system;behavior.;n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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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具体事例见《隋书》卷 46《赵煚传》，页 1251，《魏书》卷 110《食货志》，页 2863-2866，又见《通典》卷 9《食货·钱币下》，

页 196-197；《隋书》卷 62《赵绰传》，页 1485-1486。 

30 李剑农前引书，页 100；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页 151。 

31 参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下，台湾中研院，1963 年，页 542。 

32 李献奇：《北魏正光四年翟兴祖等人造像碑》，《中原文物》1985 年第 2 期，页 23。 

33 佐藤佑治：《北朝の市》，同前书，页 208 已指出这一点。 

34 《隋书》卷 27《百官志》中，页 768；卷 28《百官志》下，页 787；王仲荦前引书，页 146。 

35 齐、隋地方属吏品秩，均见《隋书·百官志》，亦可参看严耕望上引书，页 593-594 表，页 621 表。 

36 《隋书》卷 27《百官志》中、卷 28《百官志》下。 

37 详见《魏书》卷 77《辛雄传》，页 1696，雄于肃宗末年的上疏；《北齐书》卷 38《元文遥传》，页 504；《北史》卷 55 史臣论

曰，页 2017。 

38 见《齐民要术》各卷，亦可参陶希圣：《齐民要术里田园的商品生产》，《食货》3 卷 4 期，1936 年 1 月，页 42-46，裒集了相

关资料。 

39 见《齐民要术》“序”，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8 年版，页 19。 

40 关于士兵城居，参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附论三“城民与世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页 274-281。 

41 《北史》卷 55《赫连子悦传》云“天保中为阳州刺史（原作“扬”，据校勘记改，治今河南宜阳县西），先是城门早闭晚开，

废于农作。子悦到，乃命以时开闭，人吏便之”。可知该城内居民尚出城务农，其他城镇亦应有此类居民。实际上即使到了 18 世

纪，世界上不少大城市里也保留某些农村生产活动,城市居民中有牧人、农夫、葡萄种植者，城市在城墙内外拥有果园和菜园。详

参布罗代尔：《15 至 18 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等译，三联书店 1992 年版，第一卷，第八章，特别是页 577-582。 

42 《旧唐书》卷 191《方伎·乙弗弘礼传》记隋炀帝时“招天下道术人，置坊以居之”，页 5092。此条资料承吴玉贵先生示知。 

43 见黄惠贤等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页 125 以下，本章为何德章所撰。 

44 《魏书》卷 110《食货志》，页 2863。 

45 至少正始年间，百官囊中钱不少。《洛阳伽蓝记》卷 2《城东·正始寺》述一石碑镌刻官员为该寺施钱数额，多者四十万，少者

不低于五千，可证。 

46 见黄惠贤等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页 137-159，页 164-165，167-171。隋代部分为冻国栋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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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下奴婢官吏的“授田”与限田》，《厦门大学学报》，1983 年第 4 期，页 6-15。 

48 《周书》卷 35《裴侠传》，“（河北）郡旧制有渔猎夫三十人，以供郡守。”即是一例。 

49 此事又见《北史》卷 39《房文烈传》，页 1423。 

50 《北史》卷 70《孟信传》，页 2434。 

51 分见《隋书》卷 27《百官志》中，页 764，卷 28《百官志》下，页 791。 

52 《魏书》卷 110《食货志》，页 2862，载神龟初元雍等奏称“鼓吹主簿王后兴等词称请供百官食盐二万斛”云云，当时似供应百

官食盐，本末待考。 

53 《魏书》卷 82《常景传》，页 1805。 

54 《魏书》卷 66《崔亮传》，页 1476。 

55 《魏书》卷 24《崔玄伯传》，页 624 

56 《北史》卷 47《阳俊之传》，页 1728。 

57 山西考古所：《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 年第 8 期，页 6，该处出土的戳刺纹陶罐外表常残留烟炱，发掘者

认为是作为实用炊具使用的，页 10，即是一例。 

5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北魏洛阳城内出土的瓷器与釉陶器》，《考古》1991 年第 12 期，页 1090-1095。 

59 见谢宝富：《北朝婚丧礼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页 184。作者也提到存在私家自制明器情况，由考古发掘

看，这种情况不多见。 

60 见谢宝富：《北朝婚丧礼俗研究》，页 181-185。 

61 金洪：《试论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铁镜》附表、《考古》1994 年第 12 期，页 1121-1126。 

62 《北史》卷 7《齐本纪中》页 254 亦载此诏，但标点误作“皆市取少牢”，不取。 

63 参何兹全：《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347-348。 

64 见徐乐尧：《居延汉简所见的市》，《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页 57-58。 

65 唐长孺：《魏、晋至隋唐官府坐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 1959 年版，页 43-47。 

66 《魏书》卷 49《崔鉴传》页 1103 记延兴中鉴在东徐州冶铜为农具，当是特例，可不置论。 

67 《汉书》卷 24 下《食货志》下，页 1183。 

68 参于豪亮：《汉代的生产工具——  》，《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 1985 年版，页 274-276；陈文华：《试论我国农具史上的

几个问题》，《论农业考古》，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页 129-135。 

69 《魏书》卷 3《太宗纪》，永兴五年（413 年）九月，“置新民于大宁川，给农器，计口受田”，即是一例。纪文原列于八月，据

干支，应为九月，参吴玉贵：《资治通鉴疑年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页 104-105。 

70 分见《齐民要术·耕田》与《种谷》。 

71 《魏书》卷 62《李彪传》，页 1386。 

72 《隋书》卷 73《公孙景茂传》，页 1680-1681。 

73 《魏书》卷 2《太祖纪》，天兴元年二月条，页 32。 

74 见《魏书》卷 44《薛虎子传》，页 997，虎子太和五年建议“以兵绢市牛”，开军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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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齐民要术》序，页 18。 

76 《太平御览》卷 728，页 3228 亦引伯丑事，采自《隋书》；《太平广记》卷 18 亦有之，云出《仙传拾遗》，文字有损益。 

77 《魏书》卷 27《穆亮传》，页 669。 

78 两汉的具体事例见文镛盛：《中国古代社会的巫觋》，华文出版社 1999 年版，页 134-135 所引。 

79 《魏书》卷 91《术艺·刘灵助传》，页 1958。 

80 《庾子山集》卷 11，倪璠注，许逸民校点，中华书局 1980 年版，页 648。 

81 笔者所见两种庾氏年谱（倪璠及鲁同群）均未言此教作于何时。请教本院文学所刘跃进先生，他认为是在南朝时所作，可备一

说。不过据宇文  《庚信集序》“今之所撰，止入魏已来”，教中云“声高梁、楚”，似为北入后口气。究竟写于何时、尚祈方家赐

示。 

82 《魏书》卷 19 中《任城王元澄传》，页 464。 

83 《魏书》卷 113《官氏志》，页 2991；《隋书》卷 27《百官志》中，页 755，北齐太常下辖太卜局丞，掌诸卜筮；卷 28《百官

志》下，页 776，隋开皇制，太常寺设太卜署，有卜师、相师、男觋，女巫、太卜博士等员。 

84 参相田洋：《市と异人》，我的解释与他略有不同。 

85 当时不少官员致仕后还乡里，还存在所谓的“双家制”。 

86 见《文苑英华》卷 751，中华书局 1966 年版，页 3928。 

87 《魏书》卷 21 上《北海王元详传》，页 562。 

88 《颜氏家训·治家》，王利器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 1993 年版，页 53。 

89 《魏书》卷 97《岛夷刘裕传》，页 2149。 

90 《北齐书》此传非原文，乃出自《高氏小史》之类史钞。鄙视商贾为士人一贯观念，这一点无妨于文中讨论。 

91 说详余英时：《儒家“君子”的理想》，《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页 154-157。 

92 《魏书》卷 59《刘昶传》，页 1310-1311。 

93 《魏书》卷 88《明亮传》，页 1904。 

94 《周书》卷 40《乐运传》，页 722。 

95 见《魏书》卷 53《李冲传》，页 1181；《隋书》卷 6《礼仪志一》，页 121。 

96 崔氏尝著《集注周官礼》二十卷（一作“四十卷”），见《隋书》卷 32《经籍志一》，页 919。据《梁书·儒林传》，崔氏原仕北

魏，天监十三年入梁，此书不知何时著，姑附此。 

97 《北史》卷 81《儒林传序》，页 2709。 

98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 2，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页 50。 

99 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页 183-190。 

100 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页 190-192；周桂钿：《中国传统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页 240。 

101 《北史》卷 81《儒林传序》，页 2709。 

102 《汉书》卷 56《董仲舒传》，页 2521。 

103 王符：《潜夫论·班禄》，汪继培《笺校》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页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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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魏书》卷 54《高闾传》，页 1198-1199。 

105 分见各人本传，并可参高敏前引书，下册，页 1001-1014。 

106 《隋书》卷 48《杨素传》，页 1292；《魏书》卷 66《李崇传》，页 1473。 

107 见《魏书》卷 48《高允传》，页 1071-1072。 

108 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页 143。 

109 《魏书》卷 9《肃宗纪》，页 233-234。 

110 《魏书》卷 16《元叉传》，页 405。 

111 《魏书》卷 66《李崇传》，页 1472-1473。 

112 《隋书》卷 2《高祖纪下》，页 39。 

113 《隋书》卷 46《苏孝慈传》，页 1259。 

114 《隋书》卷 24《食货志》，页 686。 

115 仁井田升：《唐令拾遗》，粟劲等编译，长春出版社 1989 年版，页 792。 

116 参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亲恤”条，中华书局 1985 年版，页 331-332；黄惠贤前引书，页 133-137。 

117 沈家本：《行刑之制考》，页 1-11，《历代刑法考》，《沈寄簃先生遗书》，中国书店 1990 年版，页 516-521；相田洋前引书，页

88-94。 

118 
例如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 5 卷上，设专章详细论述魏晋南北朝的法制，却未及这一点，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页 719-774。关于唐代的情况，台湾学者张荣芳做过专门探讨，见氏著：《唐代长安刑场试析》（台）《东海学报》第 34 卷，1993

年 6 月，页 113-121，唐代的制度不少袭自北朝，可参看。
 

119 《魏书》卷 13《灵太后传》页 339 作“左卫将军”，同书卷 105 之 4《天象志》页 2439 作“卫将军”，均不确，当从本传。 

120 《魏书》卷 73《奚康生传》（《北史》卷 37 同）记此事发生在二天，谓“至晓，叉不出”云云。《通鉴》卷 149，普通二年（521

年），页 4665，则作“至晚，义不出”，为同一天之事。《魏书》后文称下诏赴市”“时已昏暗”，若为次日晨决奏下诏，行刑不应

迟至天黑，作“至晚”为是。《魏书·肃宗纪》亦记作“甲午”一日之事。当从《通鉴》。《通鉴》此处无考异，说明司马光所见《魏

书》尚做“至晚”，宋以后传刻中至讹。 

121 康生子“奚难”，《通鉴》卷 149，页 4665 作“奚难当”，恐是讹读“处”字所致，不从。 

122 以上参见《魏书》卷 73《奚康生传》，页 1632-1633；同书卷 9《肃宗纪》，页 232；《通鉴》卷 149，页 4665。 

123 《魏书》卷 2《太祖纪》，页 35；同书卷 26《长孙肥传》，页 652。 

124 分见《晋书》卷 102《刘聪载记》，页 2661，刘摅、靳陵因事“皆斩于东市”；卷 104《石季龙载记下》，页 2788，张豺被斩

于平乐市。卷 113《苻坚载记上》，页 2887，王猛为京兆尹，曾捕杀强德“陈尸于市”；据《魏书》卷 15《昭成子孙列传》页 369，

什翼犍庶长子寔君与侄子斤均被苻坚“轘之于长安西市”。 

125 参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页 17-32。 

126 《魏书》卷 53《李安世传》，页 1177。 

127 《太平御览》卷 413，页 1905 引《魏书》，“虑”作“卢”，未知孰是。 

128 见《隋书》卷 25《刑法志》，页 705、708。 

129 见《北齐书》卷 23《崔  传》页 335；卷 28《元韶传》，页 388-389，被杀元氏人数据《太平广记》卷 267 引《谈薮》，中华

书局，1961 年，页 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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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见《隋书》卷 25《刑法志》，页 715-716；卷 70《杨玄感传》，页 1619。 

131 胡三省认为此“都街”即都市，见《通鉴》卷 126，元嘉二十八年六月，页 3971 注。吴金华亦赞同此说，见《世说新语考释》

“都街”，页 218-219。恐误。关键是《魏书·萧宝夤传》云“置阊阖门外……都街之中”，而非斩于此。就方位讲，两者亦不同。 

132 《魏书》卷 62《李彪传》，页 1386-1387；程树德注意到这一点，称为“魏断狱报重常竟季冬”，见前引书，页 387。 

133 见《周书》卷 5《武帝纪上》，保定三年（563 年）二月诏，页 68。 

134 分见《魏书》卷 10《孝庄帝纪》，页 260；同前，页 261；同前，页 263，《魏书》卷 21 上《元顼传》，页 565；同前，页 264；

《北齐书》卷 7《武成帝纪》，页 91；《魏书》卷 59《萧宝夤传附萧凯传》，页 1324-1325。 

135 《隋书》卷 25《刑法志》，页 704。 

136 《隋书》卷 25《刑法志》，页 712；卷 2《高祖纪下》，页 37、41。 

137 《隋书》卷 25《刑法志》，页 708。 

138 沈家本：《刑具考》，前引书，页 503-504。 

139 《魏书》卷 108 之一《礼志一》，页 2753。 

140 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版，页 419。侯白记为“元魏天平中”，不确，

应为东魏。 

141 《水浒传》40 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详述行刑过程，时代稍后，但亦可见其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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